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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气溶胶在环境与健康、大气环境、生物反恐、传染病、公共卫生、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以及食品安

全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过去10年, 国内外生物气溶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对象、研究人员发生了巨大变化. 例如,

从事大气化学研究专家学者也陆续开展生物气溶胶研究等. 生物气溶胶的研究手段也日新月异, 其中新型生物气

溶胶监测技术、捕获系统、各种生物传感器、微流控技术以及高通量测序等技术使得科学界对空气中的微生物有

了更多新的认识. 人体生物气溶胶排放与室内微生物健康效应等成为了当前研究热点之一, 包括对大气颗粒物的

氧化潜势的影响. 由气溶胶传播导致的呼吸系统感染仍然是危害人类生命的一大杀手, 特别是对于低龄儿童. 呼

吸道病原体的快速高通量筛查目前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然而病原体在空气中的传播致病机理、大气污染对其活性

的影响、有效传播距离等依然存在争议. 局部地区军事冲突风险加剧, 生物气溶胶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

用风险也在升高. 此外, 空气中耐药基因成为新一类生物污染物, 其传播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通过集成空气采

集、微流控以及多种生物传感器, 科学界在生物气溶胶的实时在线甄别、生物预警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呼出

气生物气溶胶也越来越被用来研究疾病的早期诊断筛查, 其中在医院环境中传播导致的感染受到特别关注. 在生

物防护与灭活控制方面, 如低温等离子体与纳米材料滤膜的研究, 科学界也取得了进步. 该综述对生物气溶胶的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和前沿研究方向进一步凝练、讨论, 指出存在的科学问题与技术挑战. 未来通过进

一步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合作, 包括军民融合, 有望使得生物气溶胶的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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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气溶胶 , 通常是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在100 

μm以内的含有微生物或来源于生物性物质的气溶

胶[1~6]. 生物气溶胶颗粒包括病毒、细菌、真菌、花

粉、过敏原、立克次体、衣原体、动植物源性蛋白, 各

种菌类毒素和它们的碎片和分泌物等 [2,3]. 生物气溶

胶在传染病、公共卫生、大气环境、食品安全、生态

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反恐、疾病检测以及环境与健

康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 最早的生物气溶胶研究可

追溯到1833年, 查理斯·达尔文采集到了空气中的霉

菌孢子. 1900年, 有关温度因素在潮湿空气中对细菌

的作用的文章揭开了人类研究生物气溶胶的序幕 [7]. 

1908年, Science报道了第1篇有关空气中细菌液体撞

击采集的新方法[8].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生物气

溶胶领域文章逐年增多, 且呈现较强发展劲头, 最近

每年发表文章接近300篇, 其中在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上有4次专刊(J. Ho和D. Griffiths(客座编辑), 

1994年; J. Lacey(客座编辑), 1997年; S. Grinshpun(客

座编辑), 2004年 ; M. Yao(客座编辑), 2017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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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Macher(客座编辑), 

1999年)和Clean Soil Air Water(S. Grinshpun(客座编

辑), 2008年)也各有1次专刊. 相关研究人员主要分布

在美国 (35.3%)、德国 (10.0%)、中国 (7.9%)、波兰

(5.9%)、韩国(5.4%)等国家(Web of Science, 数据截至

2017年12月8日). 在每年气溶胶领域的国际前沿会

议包括欧洲、美国气溶胶协会年会中, 也都设立了生

物气溶胶分场或专场研讨会. 从研究进展来看, 目前

生物气溶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捕获监测、灭活防护、

大气环境与健康等方面, 并取得了快速的进步. 但由

于不同学科的学者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 相互间

缺乏沟通与合作 , 在气溶胶传播致病机理等方面仍

存在争议, 对一些关键的科学问题, 如生物气溶胶在

大气环境中的作用及其与人体的交互机制等的了解

仍非常有限.  

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要茂盛教授牵

头组织申请 , 于2017年6月29~30日在北京召开了以

“生物气溶胶与人类健康、国家生物安全及大气污染”

为主题的第600次香山科学会议, 这是首届生物气溶

胶香山科学会议. 来自国内外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耶鲁大学等世界著名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的47名

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会议. 在会上, 专家学者主要讨论

了: (1) 生物气溶胶来源排放、传播、感染致病机制

及影响因素与人畜共患疾病; (2) 生物气溶胶捕获、生

物传感监测、洗消防护新方法理论体系与国家生物安

全; (3) 生物气溶胶与大气污染及灰霾形成机制、颗

粒物毒性监测预报及人体健康效应等. 过去10年, 生

物气溶胶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包括研究方向、研究

对象、研究人员、研究广度等方面. 总的来说, 在人

体健康、生物反恐及大气生物气溶胶方面均取得了重

要进展 . 该综述是在第600次香山科学会议基础上 , 

对生物气溶胶领域的前沿进展包括其来源、分布, 气

候、健康效应, 生物气溶胶的传播及影响因素以及防

护等进一步阐述, 厘清与人群健康的关系, 指出存在

的问题 , 对未来发展态势以及前沿研究方向进一步

凝练与讨论, 为生物气溶胶的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1  生物气溶胶的来源及时空分布 

空气中所有生物成分都来自地面的排放 . 生物

气溶胶在自然和人类环境中广泛存在 , 人们每天生

活的环境中处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9], 甚至在

平流层高达80 km的空中都发现了微生物[10,11]. 生物

气溶胶主要来源于土壤、植被、水体等面源排放和动

物(包含人类)、医院、养殖场、垃圾填埋场、污水处

理厂等点源排放[12~22]. 如图1所示, 常见的微生物气

溶胶粒径分布范围为10 nm(小病毒颗粒)~100 μm(大

花粉颗粒 ). 例如风媒植物花粉颗粒的典型粒径在

15~58 μm, 真菌的典型粒径在1~30 μm, 细菌的典型

粒径在0.25~8 μm, 病毒的粒径则小于0.3 μm[23]. 不

同来源、不同粒径的生物气溶胶颗粒在空气中悬浮的

时间不同, 因而健康危害也存在显著差别.  

如上所述, 土壤是生物气溶胶最重要的自然源, 

空气细菌的种类与土壤中细菌种类相似. Cao等人[24]

研究表明 , 北京冬季空气中的昏暗地嗜皮菌相对丰

度很高, 而该菌就常存在于干燥的土壤环境中. 空气

细菌浓度也受到植物生长与农业活动的影响 , 研究

植物附近的空气中菌群结构与下风向的空气样品十

分相似, 而与上风向则差异较大, 表明顺风空气样本

中的空气细菌可能来源于当地植物 [25]; 且不同植物

表面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不同 , 如玉米叶片表面的

细菌低于小麦 [26]. 在不同季节 , 农业活动会对周边

空气中的微生物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外, 一些自

然现象 , 如降雨过程中也会影响空气中微生物的浓

度. 一方面, 降雨会对颗粒物表面附着的细菌有一定

的冲刷作用; 另一方面, 雨滴会导致植物和土壤产生

的生物气溶胶大量排放到空气中 [27], 如一滴雨可以

使得土壤中0.01%的细菌排放在空气里 [28]. 研究表

明, 降雨过后, 空气中的花粉、真菌和内毒素浓度均

有明显升高 [ 2 9 ] ,  潜在的致病菌的相对丰度也会增

加 [30]. 除了自然源 , 人类本身和其活动也能够持续 

 

图 1  典型的不同生物气溶胶颗粒粒径范围, 其中碎片来自细胞、植

物、生物膜以及沙子与岩石[23] 
Figure 1  Approximate size range of various individual bioaerosol 
particles. Fragments include, for instance, parts of cells, plants and bio-
films or the crust on sand and rock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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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造成室内外微生物空气污染 , 人体携带无数种细

菌, 分布在人体内外各个部位. 其中, 人产生的呼出

气, 在1 h内会向环境中释放3.1 mg微生物颗粒物[31], 

每小时可向空气中释放流感病毒的基因拷贝数为

2.2×102~2.6×105个 [32]. 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可以

通过呼吸排出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 研究指

出 , 通过呼出气排放的细菌总数约为人体总排放的

17%[33]. 人类活动释放的微生物对室内菌群结构有

一定影响 , 室内微生物的浓度大概至少是室外的10

倍[34,35]. 不同来源的微生物种类、排放浓度以及毒性

都不同.  

此外, 一些非自然的活动如农业活动、污水处理

和动物饲养等也是生物气溶胶的重要来源 [12~15,20], 

这些微生物中包含多种潜在的机会致病菌或病原体.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 , 污水中的微生物形成微生物气

溶胶, 其中潜在的致病菌(包括一些耐药菌)会对污水

处理厂内的工作人员造成暴露健康风险 , 例如过敏

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以及过敏性肺泡炎

等[20,36]. 同样, 使用污水处理厂的剩余活性污泥施肥

也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37]. 制药污水处理厂中耐

药菌和机会致病菌的浓度比普通社区和市政污水处

理厂的浓度更高 , 其附近的职工和居民的潜在健康

风险也更高 [38]. 动物饲养和繁殖过程也会产生生物

气溶胶, 释放到动物笼舍中, 进而传播到周围的环境

中, 导致人畜传染性动物病原体的传播, 危害人类和

动物的健康[19,22,39]. 此外, 这些动物养殖场、废水处

理厂也会排放耐药基因到空气中 , 从而对周边环境

构成额外健康风险 . 室内的宠物和植物也是微生物

气溶胶的重要来源. Barberán等人[40]解释了动物, 尤

其是狗和猫对室内菌群结构的贡献: 在有狗和猫的

房间里, 分别有56和24种细菌菌群丰度有明显增加. 

狗导致了卟啉单胞菌、莫拉克斯氏菌、拟杆菌属、节

杆菌属和奈瑟氏菌属的丰度变化 , 猫与芽孢八叠球

菌属、普氏菌属、莫拉克斯氏菌属和双歧杆菌属的丰

度变化相关 [41]. 作为特殊的职业环境源 , 废水处理

厂及动物饲养、宠物等释放的生物气溶胶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存在不同, 例如存在动物的卫生免疫假说.  

生物气溶胶的二次悬浮排放也成为近年来研究

的热点之一. 粒径较大的生物气溶胶颗粒, 由于重力

作用会沉降于地面. 例如, 室内物品表面、地面长期

沉降沉积的灰尘中均可能存在大量的病原微生物 . 

当人员走动或清扫卫生时 , 造成污染物二次悬浮扩

散, 为微生物污染物的传播提供动力[42]. 同时, 人通

过触摸等方式接触物品表面(尤其是医院和地铁等公

共场所), 再触摸其他表面 , 也会传播扩散微生物污

染物 [43]. 此外 , 长期放置的空气加湿器中也会有大

量微生物沉积和繁殖, 当再次打开加湿器时, 微生物

会随气化的小液滴释放到空气中 , 并且由于空气湿

度增加, 部分微生物更易于繁殖传播. 室内空调通风

循环系统、过滤膜和汽车空调过滤膜中沉积富集的微

生物, 也会在空调打开的瞬间排放到空气中, 造成微

生物的室内空气传播[44,45]. 在大型楼宇建筑里, 在冷

却塔水中检测到军团菌 [46]. 研究还发现 , 在医院环

境内, 在烧伤护理病房或ICU中不同过程产生的传染

性气溶胶会导致交叉感染[47,48]; 使用氧气面罩、牙科

的电动设备以及手术过程也会有空气污染的风

险 [49,50]. 此外 , 废水的飞溅以及家庭卫生间的冲水 , 

都有可能导致病原体的空气传播 [51,52]. 某些源释放

的细菌中还可能含有耐药菌(如废水处理厂、医院环

境等), 进而对气候、大气环境、人体健康与生态环

境等造成潜在危害 . 以上这些都是生物气溶胶的重

要排放源, 通过空气可传播到不同的环境中.  

生物气溶胶的排放量受到气象条件、季节、污染

条件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Heald和Spracklen[53]模

拟了北美、欧洲、亚洲和南美地区1~12月的生物气溶

胶排放浓度(图2), 结果显示生物气溶胶的排放在夏

季呈现顶峰的态势, 冬季较低, 这取决于气候因素 . 

而南美的生物气溶胶排放浓度明显高于其他3个大

洲, 这可能是由于南美的雨林覆盖度高, 自然排放量

大. 模拟结果还显示, 全球生物气溶胶的年排放量在

1000 Tg左右, 其中细菌排放量为0.4~28.1 Tg, 真菌

孢子的排放量为8~186 Tg[4,5,23,53]. 在中国, 不同气候

条件的城市间, 生物气溶胶浓度、粒径分布及种群结

构有明显不同, 北京的浓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污染

严重的城市地区生物气溶胶浓度明显高于乡村地

区 [34]. 而在印度 , 冬季空气中可培养的细菌气溶胶

浓度明显低于夏季 ,  真菌气溶胶浓度则与夏季相

似 [54]. 研究指出发生灰霾时 , 有活性的生物气溶胶

的浓度显著升高, 而随着灰霾的持续, 其浓度逐渐下

降; 灰霾中主要细菌种类为芽孢杆菌、甲基杆菌以及

乳球菌等[55,56]. 此外, 在灰霾天气的内毒素水平显著

升高 [55], 研究发现内毒素与自然界来源元素如K+呈

正相关, 而与人类源元素如As呈负相关 [57]. 但也有

研究提出, 影响细菌群落的主要因素是气象条件,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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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细生物气溶胶颗粒(PBAP)季节性变化的平均模拟结果. 北美

(黑线)、欧洲(点线)、亚洲(虚线) 和南美地区(灰色线)[53]  
Figure 2  Seasonality in mean simulated fine mode primary biological 
aerosol particle (PBAP) surface concentrations over indicated domains. 
North America (NA, solid), Europe (EU, dotted), Asia (AS, dash) and 
South America (SA, grey)[53] 

霾发生时细菌群落的差异更多是由于气象因素导

致 [58]. 研究还指出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空气中的

菌群结构也会有所影响 [59]. 生物气溶胶种类结构的

影响因素仍存在科学争议. 

2  生物气溶胶的气候效应 

近年来, 生物气溶胶的气候效应, 引起了科学家

的广泛关注 , 逐渐成为生物气溶胶领域乃至气溶胶

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5,12,14,60~62]. 生物气溶胶的

气候效应在文献中的报道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1) 生物气溶胶作为大气气溶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

通过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与地面长波辐射, 影响地-

气辐射平衡, 进而直接影响气候[63]. (2) 生物气溶胶

可以通过成核作用影响云的形成 , 进而间接影响全

球气候变化 [5,61,62]. 在大气环境中, 能够作为冰核的

已知生物气溶胶颗粒包括花粉、藻类、真菌、地衣、

昆虫、落叶和浮游生物等[2]. 研究表明, 某些细菌类

生物气溶胶可以作为有效冰核(ice nuclei, IN), 如假

单胞菌、成团泛菌、黄单胞菌、腐质霉属和高山被孢

霉属等[5,64]; 或活性云凝结核(cloud condensation nu-

clei, CCN)[5,65], 参与成云、成雨过程, 从而影响云的

光学特性、云量和寿命等特征. 云中的细菌浓度可达

到105个/mL, 真菌和酵母浓度达104个/mL, 可培养的

微生物主要有假单胞菌、鞘氨醇单胞菌、链霉菌、红

球菌和芽孢杆菌等菌属 [14,61,65,66]. 一项研究指出, 在

北京的雪样里也检测到大量的细菌 , 包括优势芽孢

杆菌属[65]. 最近的研究还在云水中检测到了蓝细菌、

甲基杆菌和草酸杆菌等 , 这些微生物可以抵御云层

的恶劣条件 [67]. 研究表明 , 生物气溶胶在原始热带

雨林生态系统和中纬度半干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中

的水文循环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27]. 生物气溶胶的

成核作用与其所存在的高度有关, 在某些高度, 生物

气溶胶颗粒的成核作用并不明显 [68], 而生物成分相

对于非生物成分能够在较高的温度下成核 [62]. 但是, 

目前在冰核的影响程度方面 , 例如形成冰核的量在

大气环境中是否足以对云的形成以及气候变化产生

影响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 . 同时 , 一些研究也指出

在原生态的空气中的冰核应该大部分是生物气溶胶

颗粒 , 相对来说对云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 [69], 生物

颗粒既可以独立悬浮在空气中成为冰核 , 又可以附

着在其他有机和无机颗粒上 , 共同发生作用 [62]. (3) 

生物气溶胶还会参与大气物理和化学过程 , 从其他

方面改变大气物理化学性质 , 从而影响气候 . 微生

物对大气化学可能有多方面的作用 , 一是对有机碳

进行降解 , 二是对氧化物如过氧化氢等具有降解作

用 , 由此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 

并降低云氧化能力 [70]. 生物气溶胶还可能参与大气

化学反应过程以及污染物的转化 . 研究认为 , 气溶

胶作为大气颗粒物的凝结核 , 可进行一系列非均相

化学反应 , 调节pH, 还可以中和碱性基团 [71], 这些

气溶胶颗粒物也可能是细菌 , 但相关研究目前尚未

展开 . 在空气相对湿度较大的时候 , 细菌表面形成

一层水膜, 可吸附空气中NH3, NOx和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s)
[63]. 同时 , 细菌在高湿度环境下具有很

强的活性 , 在不同的外界环境下 , 细菌本身可以作

为氧化剂或者还原剂 . 冬季边界层压缩 , 污染物不

易扩散 , 在这种气象条件下 , 细菌就很可能作为雾

霾的催化剂之一, 推动大气中氧化还原反应的进行. 

因此监控细菌的排放来源, 如地表、污水处理厂和养

殖场等 , 研究不同细菌对灰霾过程的可能影响等具

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通过人工排放或引入冰核细菌

到大气中有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气候与生态条件 , 

这些是未来可以利用生物气溶胶来为人类可能做的

有益之事. 图3是生物气溶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循

环示意图, 展示了其来源、归趋、可能的转化, 以及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中 , 生物气溶胶在大气物

理化学扮演的角色近年来已成为气溶胶领域新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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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球生态系统中生物气溶胶循环过程简图[72] 

Figure 3  Simplified schematic of bioaerosols cycling in the Earth’s ecosystem[72] 

点方向, 越来越多地得到关注和证明[14]. 然而, 因为

生物气溶胶化学本身的复杂性 , 科学家面临的问题

依然很多 [72]. 但不可否认 ,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生

物气溶胶具有非常重要的气候效应 , 在全球气候变

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  生物气溶胶的健康效应与国家生物安全  

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 生物气溶胶

的健康效应也日益受到关注 . 生物组分的健康效应

在文献里关注的主要有过敏性疾病、呼吸系统感染与

癌症、病态楼宇综合症等. 致敏是生物气溶胶常见的

健康效应之一. 许多细菌、真菌可以分泌过敏原, 引

发过敏反应 . 对于儿童哮喘与环境中的细菌暴露量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儿童长期暴露于高浓

度的不动杆菌属、乳酸菌属、奈瑟氏菌属、松树葡萄

球菌等中 , 其患哮喘和枯草热的几率与所暴露细菌

的浓度成正比[41,73]. 空气中很多常见的真菌, 如曲霉

属、枝孢属、青霉属和微球菌属的暴露均与白介素- 

6(IL-6)和白细胞数 (WBC)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 

进一步可能引发过敏性呼吸系统疾病 , 老年人的相

关性比年轻人更强[74]. Shang等人[75]指出, 内毒素是

大气颗粒物引发炎症因子释放的关键因素之一 , 中

国北京地区空气中内毒素的含量约为10.25 EU/mg 

PM2.5(0.38~1627.29)[76], 发生灰霾时空气中内毒素含

量是清洁天气的2倍[55]; 美国西部高原的9个农场中, 

89%的工人内毒素暴露水平超过健康标准 [39]. 此外, 

内毒素还是一种致热源激活物 . 暴露于高水平的内

毒素可引起血压迅速升高 [76], 可见内毒素作用机制

在大气颗粒物引起的健康效应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

角色 . 有研究分析认为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进一步

恶化了过敏性疾病的状况 , 空气中的污染物可以改

变过敏原的特性 , 同时使得更多人向过敏性体质倾

斜 [77]. 最近的一些研究指出 , 微生物的存在比如真

菌孢子显著影响大气颗粒物的氧化能力 , 而且能够

产生活性氧簇(ROS), 不同生物气溶胶种类产生不同

的ROS, 从而显著影响颗粒物的健康效应[78,79]. 北京

大学科研人员利用活体酵母菌传感系统(SLEPTor)实

现了在单个蛋白分子水平上对颗粒物毒性的实时在

线表征 [78].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生物气溶胶的早期暴

露可能对一些过敏性疾病如哮喘等有保护作用 , 例

如在农场长大的儿童到成年时不易患哮喘 [75], 儿童

早期的内毒素暴露 , 可能与其哮喘发病率成负相关

关系 [80]. 研究还指出 , 真菌多样性的降低会促进过

敏性疾病的发生 [81], 而在养宠物如狗的家里 , 儿童

患哮喘的几率很小 [80],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可能

也与哮喘的发病率呈负相关关系[82].  

此外, 生物气溶胶中的病原微生物, 会直接导致

呼吸系统感染的发生 . 呼吸系统疾病每年造成全球

近500万人次的伤亡[83], 致病菌的空气传播使得这种

状况更加严峻. 研究表明, 病原体的空气传播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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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感染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 [52,84]. 婴儿在

出生时, 鼻咽喉部位是无菌的, 随着与大气环境及周

围人群的接触, 逐渐发生细菌的定植, 形成一个菌群

平衡状态. 这种动态平衡的微生态系统, 对人类健康

有积极的作用 [85]. 许多潜在的病原体也会定植在人

体的上呼吸道中, 如肺炎链球菌、流血嗜血杆菌、卡

拉莫他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86]. 通过呼吸暴露 , 

人体也会吸入空气中的致病菌 , 改变原有的共生益

生菌含量 , 打破稳态平衡 , 使机会致病菌趁虚而入. 

当呼吸道中的菌群结构平衡一旦被打破 , 某种优势

微生物大量繁殖 , 那么就会造成呼吸道细菌感染或

者病毒与细菌协同感染[87,88]. 此外, 这种不平衡的状

态也会引起细菌病原体的过度繁殖或者新的病原体

入侵, 造成呼吸道入侵式感染. 研究指出, 对于细菌

呼吸系统感染的病例 , 大部分是由流感嗜血杆菌造

成 , 而且一些耐药细菌如耐甲基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MRSA)可以通过呼出气释放在环境中[89], 儿童哮

喘的发生与莫拉菌属呈正相关 [90]. 由气溶胶传播导

致的呼吸系统感染仍然是危害人类生命的一大杀手, 

尤其是对低龄儿童.  

此外 , 研究报道生物气溶胶特别是真菌释放的

毒素还可能引发癌症. 比如, 已有研究报道了生物气

溶胶暴露和某些特定癌症之间可能的关联[3]. Johnson

和Choi[91]研究了肉类/家禽业工人的肺癌风险, 即使

控制吸烟, 肺癌发生风险仍增高约30％, 可能是由于

肉类和禽类作物工人暴露于高浓度的生物气溶胶 , 

包括粪便、皮屑、羽毛和微生物(例如病毒、内毒素、

真菌和细菌). 在猪的养殖场中 , 由于高浓度内毒素

暴露, 也导致肺癌发生风险增加[92]. 此外, 在一个有

46819名家禽/非家禽类工人的探索性研究中, 屠宰鸡

可能会导致脑癌患病风险升高 [93]. 这些研究都说明

生物气溶胶作为大气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人体

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室内环境内, 生

物气溶胶对人体健康的积极与负面的影响如病态楼

宇综合症可能远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复杂. 比如, 不同

地区空气中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等)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目前还是未知数. 未来, 人类或许可实现通过

改造室内空气微生物来营造一个健康的室内环境 , 

包括利用微生物降解有毒有害化学气体等 . 除此之

外 , 生物气溶胶也可能被恐怖分子或不负责任的个

人、团体或国家用作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 严重危

害世界和平与人民财产安全 . 生物气溶胶危害实时

预警在国家生物安全、生物反恐领域举足轻重.  

4  生物气溶胶的传播及影响因素  

4.1  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传输 

大气中的生物性颗粒和非生物性颗粒主要是通

过大气的气流进行迁移 , 沉降和沉积到达地面和植

物表面以及被降雨冲刷而得以去除 [30]. 根据颗粒物

的粒径和空气动力学的特征 , 生物颗粒在大气中的

平均停留时间的范围很广, 从不到一天到几周不等. 

例如 , 花粉的粒径在100 μm左右 , 因而其在大气里

停留的时间较短 , 真菌孢子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大

约为30 min, 而粒径小的颗粒物如内毒素、过敏原等

的停留时间能够达到60 h, 粒径在100 nm以下的颗粒

物如病毒的停留时间也能够达到60 h或更长 [94]. 生

物气溶胶颗粒的大气传输和气象条件如风等密切相

关 . 不同粒径的生物气溶胶颗粒在大气中停留时间

不同, 因而对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同.  

大气中生物气溶胶的传输机制是其在大气反应

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础. 通过大气的传输, 足够量的

生物气溶胶被传输到其相对应的大气环境中 . 大气

对于微生物的传输体系包括多种源的释放如土壤、海

洋、植物以及人与动物等 , 大气中的输送和沉降 [3]. 

第一步是微生物经扰动气化进入空气中 . 微生物释

放进入大气主要取决于表面覆盖物的类型和不同生

态系统(城市、乡村、森林、沙漠、海洋等), 并且也

随 着 昼 夜 交 替 和 季 节 的 变 迁 产 生 暂 时 性 的 变

化[59,95,96]. 以海洋释放的生物气溶胶为例, 气泡存在

于包含有细菌的液体中, 当气泡破裂时, 细菌就会随

着气流和液滴一起向上喷射[97]. 对于固体表面(土壤

和植被)生物气溶胶的释放, 风速被认为是最主要的

决定因素. 风吹过水和陆地表面产生气溶胶, 其中也

包括生物气溶胶 , 使其悬浮在空气中并进行传

输 [98,99]. 一些真菌的分生孢子可以通过一些气象因

素如风速、温度、湿度等产生扰动 , 使得其气溶胶

化[100]. 降雨会导致空气中花粉、内毒素和葡聚糖浓

度的升高, 真菌孢子浓度也升高[27,29]. 研究发现, 沙

尘天气室内和室外区域的生物气溶胶(细菌和真菌)

浓度都显著增加, 主要的细菌成分是芽孢杆菌属、微

球菌属、链霉菌属和葡萄球菌属, 革兰氏阳性菌的浓

度高于阴性菌[101], 并且沙尘携带许多不同类型细菌

进入下风向地区, 对其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产生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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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重要影响 (https://www.atmos-chem-phys-discuss. 

net/acp-2017-1172). 此外, 候鸟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

间的迁徙 , 也是生物气溶胶尤其是流感病毒远距离

传输的另一途径 . 候鸟中 , 禽流感通常呈现低致病

性 , 但是通过种间传播 , 可能出现致病性增强的现

象 , 从而对候鸟、家禽及人类构成了一定的威

胁 [102,103]. 通过大气或其他媒介传播, 不同地区生物

气溶胶颗粒混合在一起, 可能还会传递耐药基因等.  

从对于空气传播的颗粒物的直接观测来看 , 真

菌由于其疏水性能在大气中大部分可能以单个孢子、

聚合体或者碎片的形式存在 [104,105]. 而对于细菌来

说 , 大部分通过空气传播的有活性的生物气溶胶会

与颗粒物吸附在一起 [106]. 研究发现, 在空气中的群

簇性细菌颗粒表面会发现被类似于黏液物质所包围, 

这些残留能够为大气中的细菌提供吸附颗粒物并以

此为养料而存活的条件 [95]. 大气中的生物颗粒物可

以说是无处不在 , 通过大气或其他媒介输送可以传

播到地球的任何角落, 从而对当地的气候、生态与健

康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4.2  病原微生物气溶胶的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2年造成人类

寿命损失的前3位原因分别是缺血性心脏病、下呼吸

道感染(如肺炎)和中风, 由下呼吸道感染而导致的死

亡人数为每年310万人, 位于全球前10位主要死亡原

因的并列第3位 , 是唯一的感染性死因(http://www.  

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14/ 

en/). 2013年, 5岁以下儿童中由于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5%(http://www.  

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15/  

en/), 仍然是低龄儿童的一大杀手. 空气中除了自然

的微生物外, 有各种呼吸系统感染的病原体微生物, 

这些病原微生物通过空气传播 [52,83], 会引起有机体

的传染性疾病 , 过敏 , 或者毒性作用 , 也会影响局

部、地区和全球的农业.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

(SARS)病毒的爆发流行 , 证明空气传播是其重要的

传播方式[107]. 2001~2002年在美国的生物恐怖事件中

人员的伤亡也是由于吸入释放于空气中的炭疽引起

的 [108], 而H5N1流感病毒也被证明可在雪貂间通过

空气传播[109]. 当传染性的病原微生物颗粒的粒径足

够小时, 可以在空气中存留较长时间, 并传播到很远

的地方, 气溶胶的远距离传输就会发生.  

大部分微生物在室内的传播都是由飞沫传播或

微生物气溶胶的空气传播造成的. Wells[110]提出最早

也是最经典的空气传播理论 , 即生物气溶胶的传播

方式有3种 : 尘埃、飞沫(droplets)和飞沫核(droplets 

nuclei, airborne transmission).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飞

沫粒径大小为5 μm来界定飞沫核传播(≤5 μm)和飞

沫传播(>5 μm). 对于同一种病原体, 也可能同时通

过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 根据飞沫粒径的不同, 可将

其分为短距离传播(个体之间的, 距离一般小于1 m)

和长距离传播(一般距离大于1 m)两种途径[51,111]. 短

距离空气传播途径主要是基于传染源与易感者之间

的近距离接触 [51]. 飞沫核中的病原体由于有蛋白质

膜壳的保护, 不易受到干燥和其他理化因素的影响, 

能存活相当长的时间 , 其传播能力和致病性也较

强[112]. 这些传播都会受到个体、呼吸模式如打喷嚏、

咳嗽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 儿童与成人的传播模式也

应该有所不同, 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呼吸高度不同. 

儿童具有更强的地面活动力度 , 微生物二次悬浮的

力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通过呼吸传播疾病的过程机理已有报道. 图4展

示了一个气溶胶烟羽 , 可能是由咳嗽引起的一种病

原体传播过程 [52], 三种不同大小的圆圈表示不同粒 

 

图 4  咳嗽或呼吸引起的随时间变化的气溶胶传播和扩散模拟图[52] 
Figure 4  Schematic of aerosol emission and dispersion over time. Made by Carlyn Iverson, us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
ease Research and Policy[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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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颗粒物. 近距离接触烟羽的人, 颗粒物直接撞击

面部, 并吸入呼吸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气溶胶粒

子在空气中不断扩散. 相比小粒子而言, 由于重力作

用, 粒径大的颗粒物在会迅速沉降, 因此只能在短距

离内传输. 粒径小的粒子则不断在环境中扩散, 并传

播至较远的距离 , 导致远离传染源的人也有吸入风

险 . 易感人群B和C的暴露剂量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

人的呼吸速率和暴露面积 , 以及病原微生物的浓度

和存活能力等. 由此可见, 患病者产生的气溶胶不仅

仅会导致附近人群的病原体暴露[113]. 这些传播机理

的描述与当时的环境温度、湿度、风速以及人体的活

动力度等因素有关. 

然而, 对于一些特定的疾病如禽流感, 其空气传

播仍存在争议 , 这主要受限于对“空气影响其活性”

的认知不足[104]. 一项研究在家禽饲养和批发市场周

围的空气样本中检测到了禽流感病毒AIV的RNA, 

养殖场中的浓度为4.4×105 copies/m3, 下风向100 m

处浓度为2.6×104 copies/m3. 病毒在下风向的衰减速

度较慢, 且由于每天大量的家禽流通, 即使没有直接

接触的情况下, AIV也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给附近居民, 

带来感染风险 [114].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不同的病

毒在空气中传播疾病的能力与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  

4.3  生物气溶胶传播的影响因素 

影响微生物气溶胶在传播中活性变化的因素很

多, 除微生物固有的属性外, 其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各

种环境因子的影响, 例如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紫

外辐射以及大气中的气体和污染物作用[115,116]. 温度

和湿度通常被认为会影响微生物的空气传播 , 同时

也会影响其传染性, 例如, 传染性颗粒的粒径会由于

温湿度的变化而改变. 但是温度、湿度对病毒、细菌

和真菌的影响有所不同 [51,117,118]. 例如 , 有研究指出

高湿度对病毒有杀灭作用[119]. 病原体在空气中传播, 

还会受到辐射的作用 , 包括紫外辐射以及长波和可

见光的辐射等. 其中, 紫外辐射波长短、能量强, 可以

破坏病原体的DNA; 长波和可见光会影响酵母菌和细

菌线粒体中的细胞色素[120~123].  

与室内传播相比 , 微生物的室外传播受到的影

响因素更复杂 , 即使是光照和温湿度都相同的情况

下, 室外(尤其是城市内)环境对微生物的毒性影响仍

比室内更强[115]. Cox[121,122]将这些影响病原体活性的

因素归结为室外因素, 包括污染物浓度、相对湿度、

大气压以及空气离子等. 例如, 臭氧会诱导膜磷脂的

脂质过氧化反应, 导致细胞膜的完整性被破坏, 从而

抑制真菌的活性[124,125]. 对于大气污染物对过敏原的

作用, 研究有相反的结果. 多项研究表明, 城市大气

污染的加剧会导致花粉过敏发病率的增加[127]. 大气

中的气体, 如NO2和O3会对蛋白进行转译修饰, 增强

空气过敏原(如桦树花粉、豚草和曲霉孢子等)的致敏

潜力 [77,128]. 研究还发现 , 气相污染物对不同的花粉

蛋白质有特异性的作用 , 例如酪氨酸残基的硝化和

半胱氨酸残基的亚硝基化 , 这些反应都是过敏发病

率增加的可能原因[129]. 空气污染和环境因素对微生

物的影响十分复杂 , 不同种类微生物对环境因素的

响应存在很大的差别, 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例如污

染物对病原体的灭活作用与促进作用机制等.  

5  生物气溶胶的检测方法 

传统的微生物气溶胶检测一般采用离线分析的

方法, 即先采样后分析. 目前常用的采样方法包括重

力沉降法、液体或固体撞击法、静电采样法和膜采样

等. 常用的离线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培养、染色与显微

镜观察、基因扩增(包括高通量测序等)、酶联免疫等. 

培养技术可以用于定性和定量研究 , 但由于其采样

和培养的局限性 , 基于碰撞的收集技术对于较小的

微粒收集效率很低 , 并且空气传播的微生物中只有

少部分可以被培养 , 因此培养法不能检测重要的微

生物物种和不可培养的部分 . 有研究通过油膜的方

法对撞击法进行了改进 ,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颗粒反

弹、干燥效应以及生物嵌入的现象[130]. 目前生物气

溶胶采集技术更多关注在大流量快速捕获技术, 例如

每分钟采集1000 L空气的便携式HighBioTrap采样

器[131]. 在生物气溶胶分析方面, 过去利用分子生物学

技术(如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定量PCR(qPCR)和逆

转录PCR (RT-PCR))可以检测非可培养的细菌, 从而

提高了对空气中微生物群落的理解和对相关风险的估

计. 近年来, 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的方法也开始应

用于空气微生物的检测, 尤其是病原微生物的检测, 

具有反应灵敏、检测限低等特点[88]. 最新的研究表明, 

利用微流控与LAMP可以实现空气中的病原体的检

测[132], 并且针对空气中低浓度病原体的快速检测, 研

发了大流量快速生物气溶胶采样器 , 其切割点为    

2 μm, 每分钟可采集1000 L空气, 对于快速富集等起

到重要作用[131]. 另一方面, 针对非可培养的生物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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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内毒素、葡聚糖、过敏原等, 则使用基于生物化

学的方法(如酶联免疫法和鲎试剂法等)检测和分析.  

生物气溶胶的实时在线检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挑战,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实时在线监测技术, 

包括生物气溶胶质谱法(BAMS)、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SERS)、以及用荧光染料的流式细胞术(FCM). 使用

质谱分析法 , 通过荷质比来分析微生物 , 可实现快

速、实时的分析 [133,134], 但是由于微生物组分复杂 , 

缺乏特征谱峰 , 其在微生物气溶胶领域的应用并不

广泛. 荧光空气动力学粒度计(FLAPS)经常被描述成

活性微粒的前端视觉感应器, 通过使用340~360 nm

的紫外线来测量FCM下的荧光信号 . 紫外气溶胶粒

径分析仪(UV-APS)和宽频带集成生物气溶胶传感器

(WIBS)是基于FLAPS原理而改进的微生物气溶胶在

线监测仪器, 目前研究及应用较多. UV-APS是单波

段激发、单波段荧光检测的微生物气溶胶监测仪器, 

而WIBS则是目前代表性的双波段激光激发、多波段

荧光检测的实时监测仪器. 近年来针对WIBS监测性

能、数据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并开始将其用于

热带雨林、城市、城郊等地区的微生物气溶胶连续观

测 , 为微生物气溶胶的特征分布及排放研究等供了

重要信息. 但是, 由于环境基质的影响、粒子大小影

响以及无法检测细菌孢子等无荧光特性或荧光信号

较弱的物质, 其监测结果仍有待考究. 此外, UVAPS

和WIBS最大的缺点是不能鉴别物种, 而且受到来自

环境背景信号的影响很大.  

此外, 基于DNA、电学和纳米生物传感的技术正

在成为有前途的生物气溶胶实时检测的平台 . 通过

将生物识别分子和传感元件相结合 , 将生物信号转

化为其他可检测的信号 . 例如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生

物传感器[135]、压电晶体生物传感器[136]、电化学生物

传感器 [137]和硅纳米线场效应晶体管(SiNW-FET)生

物传感器[138]等. 硅纳米线传感器通过场效应晶体管

(FET)将分子结合瞬间转变成微电子信号, 由于其灵

敏度高、选择性好以及快速检测(电信号可以直接读

数)的优点, 已经被广泛用于检测化学物质、生物分

子、病毒等[138,139]. 过去研究学者提出了通过集成空

气采样、生物传感以及信号传输等技术GREATpa来

实现生物气溶胶的实时在线监测[3,139](http://science.  

sciencemag.org/content/316/5825/695/tab-e-letters). Shen 

等人[140]结合GREATpa与呼出气快速采集, 通过采集

呼出气冷凝液 , 将其稀释100倍后直接利用SiNW- 

FET生物传感器进行病毒检测,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检

测到H3N2流感病毒 , 特异性高 , 检测限达29个 /μL. 

近年来 , 呼出气中的生物成分如生物标志物日益被

用来做疾病的早期检测[141,142], 也有研究利用空气中

人体脱落的细胞DNA来做医学指纹鉴定[143,144]. 在呼

出气采集装置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比如北京

大学研发的BioScreen呼出气采集装置 , 能够在几分

钟内采集200~300 μL呼出气冷凝液[89,145].  

上述技术方法在检测空气中的微生物方面有很

大应用价值, 但仍存在很多挑战, 例如对于极低的试

剂浓度, 生物气溶胶样品体积必须足够大, 这使得其

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近年来, 生物气溶胶领域和多学

科的交叉研究, 分子生物学、光学、电学、纳米技术

等研究手段的引入 , 已经开始推动生物气溶胶检测

的相关研究. 生物气溶胶监测亟需快速的、既能广谱

检测又能进行物种甄别的、低检测限、高灵敏度的监

测技术. 总的来说, 通过集成空气采集、微流控技术

以及快速响应的纳米生物传感器(图5), 科学界已经

向实时在线甄别空气中的生物成分迈进了历史性的

重要一步. 未来, 在高通量实时在线甄别空气中的微

生物种类上仍然存在相当漫长的科学之路.  

6  生物气溶胶的防护 

传统地, 生物气溶胶暴露的预防和控制一般有3

个层次的干预, 即从源头上消除、切断传播途径和减

少暴露 . 近年来 , 已经开发了各种新技术 , 包括过

滤、紫外处理、化学消毒剂喷洒、光催化氧化、电离

子发射、低温等离子体和静电场等[146,147], 低温等离

子体和静电场具有良好的研究应用前景 . 过滤是常

用的气溶胶颗粒控制技术 , 空调系统中过滤器是必

不可少的组件. 但是, 过滤使颗粒物被截留聚集在滤

膜上 , 使微生物有条件生长繁殖 , 成为二次污染源, 

微生物的二次污染也是过滤技术面临的问题[3,148].  

纳米纤维过滤膜能高效过滤颗粒物 , 这方面研

究较多 , 而静电纺丝是制备纳米纤维过滤膜的新兴

技术[149]. 另一方面研究较多的是在过滤膜上添加抗

菌材料(如碘、碳纳米管、银等)来抑制微生物生长繁

殖. 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 基于碳纳米管的过滤器被

用于控制生物气溶胶, 结果显示1.6 μg/cm2的碳纳米

管对枯草芽孢杆菌的物理去除效率达到95%[150]. 研

究表明, 碳纳米管对大肠杆菌有很强的毒性, 并且有

收集和灭活空中微生物孢子的能力. 另外, 高效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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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集成不同技术实时在线监测生物气溶胶[2] 

Figure 5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for constant monitoring of biological aerosol exposure[2] 

空气过滤器-紫外空气过滤器也被用于控制微生物气

溶胶. 对于个人暴露保护, 呼吸过滤口罩, 例如N95

口罩和外科口罩都被广泛采用[151]. 虽然添加抗菌材

料可以抑制微生物在过滤膜上继续生长繁殖 , 避免

微生物二次污染, 但是也面临抗菌材料有效寿命短、

对没有细胞结构的微生物(如过敏原、病毒等)灭活作

用不明显等问题. 此外, 微生物过滤防护虽然效率较

高, 但存在通气性差等技术瓶颈.  

近年来 , 一些其他生物气溶胶灭活的技术也日

益兴起, 如低温等离子体[152]、紫外辐射[153]和微波辐

射[154]都已经被用于控制生物气溶胶. 在办公楼宇内

使用紫外杀菌灯照射通风系统的表面 , 可使微生物

和内毒素浓度明显降低 , 有助改善病态楼宇综合症

的状况. 在其他因素中, 湿度在紫外线杀菌灯的微生

物灭活效率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

中, 将枯草芽孢杆菌暴露于2450 MHz微波辐射中1.5 

min, 可以达到约70%的灭活率 [155]. 在另一研究中 , 

微波辐射与纳米纤维过滤器结合也被研究用来灭活

生物气溶胶. 据表明, 微波辐射的功率水平和曝光时

间在微生物灭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55]. 此外, 空气

负离子也被证明可以有效地灭活空气中的生物制剂

并控制疾病病毒的空气传播[156]. 这些技术已经在实

际环境中被应用或者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另一方面, 

控制气流流动的方向 , 例如在传染病人接受治疗的

房间或医院里制造负压 , 可有效地抑制空气中生物

成分扩散到周围的微环境或污染源中 , 因此来防止

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3,7]. 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也可以

有效控制有毒生物气溶胶 , 比如尽量减少在公共场

所的生物暴露. 例如在火车站、地铁、机场等公共场

所, 某些乘客可能患有传染性疾病, 其所携带的病原

微生物可能通过呼吸、咳嗽、说话和打喷嚏等途径传

播, 对人群造成很高的暴露风险, 因此这些场所需要

有效的生物监测和有效的控制措施 . 但是即使是在

发达国家, 这些设备或措施也没有被妥善实施. 在未

来的研究工作中, 既简单又环保、高效率的空气消毒

方法需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推动.  

7  总结与展望 

生物气溶胶的研究是一个学科交叉性极强的领

域, 涉及的领域包括大气科学、免疫学、生物学、机

械工程、医学、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纳

米与物理学等. 生物气溶胶对传染病、公共卫生、大

气环境、食品安全、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反恐、

疾病检测以及环境与健康等方面有重要影响 . 生物

气溶胶领域存在着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和研究空间 , 

例如不同源生物气溶胶浓度、种类、活性等及其主要

的影响因素, 空气传播疾病的机制, 生物气溶胶对人

体的健康影响等. 具体来说, 包括如下一些问题: (1) 

空气中病毒是怎样传播的、能存活多久等科学问题, 

其研究结果是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策略的基础; (2) 

能更好地表征生物气溶胶的一些新原理、方法、理论

体系 , 比如实时原位分析生物颗粒表面的物理化学

特性在特定条件下如灰霾天的变化机制以及相关基

因表达; (3) 识别空气中生物成分对空气质量以及健

康效应的影响机制, 比如空气中细菌、病毒、真菌、

花粉以及它们的副产物包括过敏原、内毒素对颗粒物

的健康效应的协同机理; (4) 空气中的生物成分, 如

细菌和大气化学污染物的交互机制以及在其转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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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作用, 以及对云的形成与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进

一步了解等; (5) 生物气溶胶与大气污染及灰霾形成

机制是否有关系, 大气中微生物是否会参与氧化还原

反应等都是一些从未探讨的科学问题, 都值得去研究. 

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 实现实时、在线的检

测颗粒物浓度及综合毒性指标, 不仅仅局限于PM2.5浓

度, 还包括一些生物因素, 如内毒素及过敏原等; (6) 

在健康效应方面, 空气中部分微生物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通过中和其他有毒物质来实现对人群健康的保护. 

从婴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 空气进入肺部, 微生

物与人类共生对人类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方

面, 我们需要加深对微生物与人体健康关系的认识. 

未来, 是否可以通过调控室内微生物种群结构, 实现

对化学污染物的降解等, 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一个绿色

健康的室内环境的研究也值得尝试. 总之, 生物气溶

胶研究虽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 但目前我们对其

存在的意义及影响的了解依然相当有限, 特别是在大

气化学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尚不清楚. 未来通过进一

步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合作, 包括军民融合, 有望使得

生物气溶胶的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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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erosol research: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Yunhao Zheng, Jing Li, Haoxuan Chen, Ting Zhang, Xinyue Li, Minfei Wang & Maosheng Yao* 
State Key Joint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ao@pku.edu.cn 

Bioaerosols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many scientific fields, including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ecology, climate 
change, food safety, anti-bioterrorism, infectious diseases,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This review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outcomes from the 600th Xiangshan Science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for whcih 47 
scientists including those overseas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the bioaerosol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great 
strid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bioaerosol field,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directions, research broadness and also 
scientists. For example, atmospheric chemistry researchers have also started to carry out studies about bioaerosol impacts 
o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ose on the cloud droplets, the climate and bioaerosol dynamics during haze 
events. In addition, new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for bioaerosol studi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developed in bioaerosol 
monitoring and capture systems, various biosensors, microfluidics,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d they have help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icrobes in the air. In terms of health effects, human and indoor 
bioaerosol emission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 research areas. In addition, bioaerosols were also shown to directly 
affect the oxidation potential of atmospheric particles and thus on the human health, however, the relevant mechanisms 
remain to be very limited and could be far more complex than what we have known so far. On the other hand, respiratory 
infections/outbreaks, caused largely by the spread of bioaerosols, continue to be a major killer for humans,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hildren. Currently, although a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of respiratory 
pathogens, the airborne diseas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re still not well understood, including the influences on the 
pathogen viability and effective transmission distance. The risk of military conflicts in certain regions is increasing,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possible use of biological weapons via bioaerosol for mass human destruction. In 
addition, the airborne transmiss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t genes has also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as an emerging 
biological pollutant. By integrating sampling, microfluidics, biosensors and electronics, the scientists have taken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real-time online bioaerosol screening and biological hazard early warning. As a special type of 
bioaerosol, biomarkers in exhaled breath are also increasingly being studied for early disease diagnosis and screening. At 
the same time, surgical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s caused by the spread of bioaerosols in the hospital settings are also 
receiving wide attenti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have also made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the controlling airborne 
biological agents, e.g., microwave irradiation, cold plasma and nanomaterial filtration. This review intends to broadly 
review current state-of-the-art advances in bioaerosol studies,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rrespondingly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studies. Despite of great progress made in many aspects of 
bioaerosol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significance and relevant impacts on our surroundings and health is still quite 
limited. In the years to come, bioaerosol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turn a new chapter if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can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bioaerosols, human health, biosafety, public health,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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